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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
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
因此，灾后恢复一直是政府与受灾民众必须面对的问
题。对于自然灾害，社会学者们更关注灾害发生前、
发生时和发生后的社会性因素，而不仅是灾害的物理
性后果。自然灾害只有作用于人类社会，并对社会系
统产生重大影响时才能被称作“灾害”（disaster）
（Tierney，2007）。灾害是造成正常的社会功能紊乱的
一系列事件，“它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功能”（Moore，
1958），使“常规的社会行为模式不再有效”（Killian，
1954）。昆兰特里认为：“与其说存在纯粹的自然灾害，
不如说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结合而导致了所谓灾
害发生。”（Quarantelli，1989）吉尔伯特亦指出“灾
害是其所在社会的函数，而不是其本身的函数。”
　This study employs 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factors as to why villagers participated in self-organized 
activities in the recovery process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We first divided post-disaster recovery activities into two 
categories: self-organized and organiz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rough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self-organized network of villagers (emotional support network)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government-organized activities. In 
contrast, those who have more relation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re less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community 
activities, but are more likely to join in government-organized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network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lf-organization in these villages. These results help us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influ-
ence of the social network on the process of post-disaster recovery but also the rol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re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fter a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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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文尝试运用一项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汶川地震灾后恢复过程中影响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的因素。本文将
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一类是由基层政府组织的。经过建立回归模型进
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村民如果深深嵌入在关系网（工具网、情感网）的小圈子中对基层政府组织的恢复活
动有负面作用；对本村有较高认同感的村民参与自组织的社区志愿性活动的可能性更大。而村民的干部关系网
对村民的社区志愿性活动呈现负面作用，只能促使村民参与政府组织的恢复活动，却不利于村庄自组织力量的
发育。这些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对灾后恢复过程影响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基层政
府在灾后恢复和村庄发展中的作用与自身定位。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区参与基层政府自组织灾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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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1998）
　　“5·12”汶川大地震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生命
和财产损失，也对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逻辑
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5·12”特大地震
可被视为“破坏实验”（breach experiment）。根据常
人方法学的观点，非常规的社会状态更能显露社会结
构的形貌与社会关系的运作逻辑，它使社会学家可以
以此为切入点，将灾害视为一种巨大扰动力量，在非
常规社会状态下研究社会结构及其运作（Tierney, 
2007 ；Dombrowsky, 1983）。
　　在灾后恢复的复杂过程中，各级政府、NGO以
及村民自组织 (2)（self-organization）都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研究不同类型的组织和社会成员在灾后恢复过
程中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
价值。“5·12”地震之后，从中央到省、市、县、乡
镇，整个科层体系都被动员起来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大量NGO组织、志愿者和企业也深入到乡村，成为
灾后恢复的重要力量。
　　本研究团队自 2008 年开始，在四川地震灾区进
行了一系列田野研究和问卷调查。在田野研究中发
现，作为灾后恢复的基本主体之一，乡村社区成员在
参与灾后恢复的过程中会被不同类型的组织动员。有
些村民倾向于参与由村民自发组织或由志愿性团体 /
NGO发起的恢复活动（3），有些村民却对由基层政
府动员的恢复活动情有独钟。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显
示，村民参与自发组织的灾后救援或重建活动的总体
参与比例为 29.6%、参与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救援或
重建活动的总体比例为 18.5%。
　　许多研究发现，受灾者在灾后会利用自己的亲
属、邻居和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支持，这对
受灾者生产生活的恢复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Dra-
bek& Key, 1984 ：105 ；Soloman, 1986）。自然灾害因其
巨大的破坏力量，常常导致受灾地区正式制度系统运
行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
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可以起到填补正式制度真空的
作用（赵延东，2007）。而中国的情况是，在大的自
然灾害发生后，各级政府往往是第一时间动员大量的
物质与社会资源进行抢险救灾活动，成为抢险救灾活
动以及灾后恢复活动的主导，但较多的人却仍参与了
自组织的重建救灾活动，而较少参与政府发起的活
动。从参与者的年龄看，政府动员最多的是 30-50 岁
的村民，在这一年龄层中，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村民参
与率相差不多，在其它年龄层中，自组织活动参与率
明显高于政府组织的活动。另外，在调查中发现，同
时参加基层政府与村民自组织搜救或重建活动的村民
很少，只有总数的 5.20%，参与自发组织的灾后恢复
活动的村民基本不会参加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
动，反之亦然。约近一半的乡村社区居民参加了灾后
的集体救援及重建活动，其中却只有九分之一的人两
类组织活动都参加，却用近九成的人只参加一边，这
表明，参与灾后恢复活动的人群存在着区隔，这种区
隔的原因是什么，又有怎样的社会意涵？
　　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与参与自组织活动并不必然
相斥，比如，Schafft 与 Brown（2000）对匈牙利的少
数民族自治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深入研
究发现，少数民族自治组织与地方政府对社区成员的
组织动员效果并非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假如少数民
族自治组织的领导者处于地方政府的人际网络中，能
策略性地利用其中的各种资源，并在地方政府与社区
成员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那么地方政府对该
社区成员的动员能力就会较强，在该社区中的行政效
能也会较高。
　　在灾后恢复的特殊情境下，非正式制度或社会关
系网络是如何将社会成员动员起来，此种来自民间的
动员与来自政府的动员有何不同，社区既存的社会关
系网络和基层政府是如何影响社区成员的社区参与活
动的。本文欲利用经验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些初
步的探讨。
二、理论探讨与假设提出
（一） 认知型社会资本──社区认同在灾后重建动员
中的作用
　　对于人们在灾难发生之后的社会行为，一直存在
着不少误识（misconception）与迷思（4），即面对极
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灾区将立即进入“混乱”状态。
灾民陷入恐慌，只能无助地等待救援和完全依赖于政
府提供和维持必须的社会秩序（Quarantelli，1960）。
从现实情形与资源动员的角度看，中国各级政府所代
表的正式制度在灾后恢复过程中的确不可替代。这也
使研究者往往会更加关注正式制度在灾后恢复过程中
的作用，例如灾难中的政府决策、政府部门间的协调，
政府如何动员资源、政府行政体系如何对灾难进行治
理、地方政府之间的对口援建模式（王颖、董垒，
2010）和重建过程中的宅基地政策（陈开琦，2009）
等。这一类研究可称为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
的灾害研究。
　　在正式的国家与政府救灾行为之外，灾难之后的
社会运作以及因灾难而浮现的社会自主性（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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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对于灾后恢复也同样非常重要。在灾难发
生时，最先动员起来的并不是国家机器的任何一环，
而是能够迅速集结起来的各种自发性组织（赵延东，
2007）。Patterson 等人通过对美国卡崔纳（Katrina）
飓风灾害的研究发现，在南路易斯安那地区的犹太人
社区的成员对社区有很强的认同感，具有较高的凝聚
力，灾难后能够很快进行自我组织的重建（Patterson，
et al., 2010）。日本学者Nakagawa 和 Shaw（2004）通
过对神户大地震的社区恢复研究发现，当地的人际网
络等非正式制度在灾后恢复中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这就使不少的学者开始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社区参与
的问题。
　　广义而言，社会资本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
类，宏观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及其所蕴含的互惠性
（reciprocities），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共同目标
的达成（Schuller，et al. , 2000 ：1-5）。此外，Nahapiet
与 Ghoshal(1998) 以及 Tsai 与 Ghoshal(1998) 将社会资
本区分为三个层面，分别为：社会 /组织成员透过关
系网络的长期互动，建立的关系层面（relational）的
社会资本；组织内的因社会关系（social ties）而结成
网络型构（network configuration）的结构层面（struc-
tural）的社会资本；社会 / 组织成员建立共同规则、
共同语言、共同经历（narratives）、共识与认同感的
认知层面（cognitive）的社会资本。
　　社区凝聚力较高、有良好认同感的社区，在缺乏
政府资源与支持的情况下，能够自发组织起来，通过
集体行动，迅速有效地依靠社区自组织进行灾后恢
复。这种灾后恢复活动可以视为一种“社区志愿性活
动”，而这种集体行动的达成是基于社区成员的社区
认同之上的。有研究者亦指出，社区成员对于其所在
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一种认知型社会资本，它促
使人们走向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Uphoff，1996 ：
102-116 ；Nahapiet ＆ Ghoshal, 1998），基于理论分析
和田野调查，本文期待统计分析支持如下假设：
　　假设 1：村民的本村认同感越高，参与社区灾后
恢复活动的可能性越大。
（二）关系型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
　　Paul（1987 ：2-10）将社区参与定义为一个积极
的社会过程，即在一定区域内，结合社区成员，凝聚
社区意识。在此过程中，成员彼此交往并参与社区事
务，或设法解决社区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社区参与的
特点是，由草根性的组织团体采取由下而上的运作逻
辑，而非由官方或专业人员主导或介入执行（Sheng，
1989 ：58-60）。对于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的探讨，有的
侧重对社区领袖在社区参与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
（Plummer & Taylor, 2004a），有的是分析社区成员的个
人社会经济背景对其社区参与的影响（蔡宏进，
1985 ：54-78）。
　　宏观社会资本的概念被运用在社区的范畴中则是
以社区既有之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强调社区所共有
的 行 动 能 力（Gittell& Vidal, 1998 ：15 ；Green & 
Haines, 2002 ：37-45）。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生
活的特征，包括网络（networks）与信任（trust），能
够促使参与者更有效的合作，追求共同的目标（Put-
nam，1995）。普特南指出社会资本和社区 /公民参与
息息相关，“若社区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彼此合作、
形成集体行动将会更加容易”（Putnam，1993），因此
互利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协力与信
任，对社区参与而言至关重要。
　　社会关系可以分为情感性关系及工具性关系，情
感性关系意味着影响力（Krackhardt, 1992），一个在
社区中情感性关系多的人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去动员别
人参与社区活动，同样的，紧密的关系也意味着限制
性（constraint; Burt, 1992），所以容易被乡亲邻里所动
员去参加社区活动。工具性关系规模大意味着平常较
常找人帮忙，找的人数较多，在中国人情交换法则
（Hwang, 1987）的背后，这类关系会使人有较多的人
情帐，所以在被动员参与活动时，比较容易在人情交
换的要求下有所行动（Luo, 2005）。基于理论分析和
田野调查，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1 ：村民既有的社区关系网络规模对村民
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假设 2-2 ：村民之间的信任对村民参与社区自组
织灾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三）结构型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
　　如果一个人社会关系网中强关系多，则此网络会
变成相对封闭而且密度很大的网络（Granovetter, 
1973），而封闭会带来社会资本，主要是因为在封闭
网络中往往人与人相互直接熟识，可以容易地相互监
督（Coleman, 1990）。如果群体中有很强的共同规范，
则任何违反规范的行为都很容易被监督察觉并被惩
罚， 这 是 承 诺 的 关 系（committed relations）
（Yamagishi&Yamagashi，1994 ；Yamagishi，et al ., 
1998）。在这样的网络结构中，网络成员相互监督，
很容易一起加入集体行动。在结构型社会资本的测量
中，本文选取了亲戚、邻居为强关系，强关系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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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的比例高意味着受访者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关系网
中，这类网络密度大，限制性高，所以一个人较少自
由地不参与其他人的行动，因此他／她社区活动参与
的机率较高。
　　假设 3：村民既有的关系网络中，强关系比例（网
络中的亲戚、邻居的比例）对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
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四）个人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
　　西方学界在社区成员的社区参与方面的相关议
题，主要关注社区成员的信任结构是偏重强信任还是
弱信任，或社会资本的形态是内聚型还是桥接型（5），
但对当代中国的乡村社区而言，基层政府是直接影响
社区的重要力量。目前学界对于基层政府如何影响社
区参与和社区自组织的实证性研究比较少，本文尝试
把基层政府这一要素纳入社区动员与参与的分析中。
汤京平等人（2009）基于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后
某社区重建的田野研究发现，政府对灾后社区重建与
发展的扶持可能会产生“意外后果”，即社区部分成
员和政府干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可能会对因互惠、信
任与认同而形成的村庄自组织产生抑制效果，从而不
利于社区成员参与自发性、志愿性和公共性的重建活
动。作者在汶川地震灾后对 YL村等几个村庄的田野
观察中发现，与较多“政府干部”熟识的那部分村民
对于社区自我组织的恢复活动参与较少，而往往乐于
参加政府组织的恢复活动。
　　除了干部关系网之外，使用位置生成法的拜年网
也是衡量村民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
村民的拜年网规模越大，给村民带来资源的可能性也
越大，村民越有能力参予社区活动，对社区的利益就
会越关心。
　　基于理论分析和田野调查，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1：干部关系网（网络规模、强关系比例）
对村民的自组织灾后恢复活动有负面作用；
　　假设 4-2：干部关系网（网络规模、强关系比例）
对村民参与政府组织的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假设 4-3 ：拜年网（网络规模）对村民的自组织
灾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假设 4-4 ：拜年网（网络规模）对基层政府组织
的灾后恢复活动有正面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清华可持续性乡村重建研究
团队 2009 年 4 月至 8月在四川什邡市、绵竹市（6）
等地震灾区组织实施的一项问卷调查。由于客观条件
的限制，问卷调查没有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
（PPS）的抽样方法，而是根据村庄规模、受灾严重
程度和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使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选
取了 17 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 33 户，每户使用
KISH 表抽取 1名成人进行问卷填答。本次调查共收
回有效问卷 558 份。调查问卷不仅收集了村民家户层
面的数据，还收集了村民社会网络的相关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从受灾严重程度的角度看，三个
调查地具有较大相似性，但是茂县与什邡市和绵竹市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茂县是羌族聚居地，山区居多，
什邡市和绵竹市的居民汉族居多，地形多为平原。本
文虽不是随机抽样，但多个不同典型个案的加总，可
以增加推论的有效性。之所以选择不同的地点进行问
卷调查，是因为如果从理论梳理和田野观察提出的假
设能够被多个受灾地区的调查数据验证，则更能说明
本文提出的一些命题与假设在受灾地区具有普遍意义。
（二）研究变量
1.　因变量
　　本文研究探讨的是在灾后恢复的事件情境下，村
民参与村庄灾后恢复活动的影响因素，特别关注社区
既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基层政府在灾后恢复的过程中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因此，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将村
民参与的“灾后恢复活动”界定为：搜救伤亡人员、
清理废墟、搬运物资、协力建房和照顾村里小孩老人
等具有社区性、公共性和互助性的活动。一部分村民
参与的搜救和重建活动是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是村民
的自组织力量和村庄的凝聚力的体现，可视为具有互
助性质的社区行为；另一部分是由基层政府组织的灾
后搜救和重建活动，主要是基层政府通过科层体系和
村民的干部关系网络对村民进行动员。因而，本研究
把“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情况”设置为因变量，赋
值为：未参加＝ 0，参加由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
活动＝ 1，参加由村民自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 2。
结果显示 57.1% 的样本未参加任何灾后恢复的活动，
18.50% 的人参加了基层政府组织的活动，29.6% 的村
民参加了居民自组织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村
民未参加社区合作性的活动，而参与自组织者多于参
与政府组织活动的人。需要说明的是，同时参加基层
政府组织和村民自组织的恢复活动的样本共有 29 人，
仅占总样本数的 5.20%，即使将其纳入模型也无法得
出显著的结果，因此，也基于模型简明性的考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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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型的样本去除。换言之，在以后的模型中，只
有 24.4% 的“纯粹”自组织灾后恢复活动参加者被计
入“自组织”模型，同样的，也只有“纯粹”参加基
层政府组织灾后恢复活动者被计入“政府组织”模型。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是村民的社会网络，问卷设
计了四种村民的社会网络：工具网、情感网、干部网
和拜年网。前三种网络的测量主要使用了姓名生成法
（name generator）。工具网的测量主要是询问村民灾
后向其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帮助（例如借钱或物品、帮
忙农活、建房子、看小孩等）的人的相关情况；情感
网的测量主要是询问村民灾后可以与之谈心和聊私密
话题的人的相关情况；干部网的测量主要是询问和村
民有交情和帮过忙的基层干部的相关情况。通过上述
询问到的情况，分别计算三种网络的本村人规模──
样本回答该网络中的是本村人的数目，网络的总体规
模──样本回答该网络中的人数，以及网络强关系比
例，也就是亲戚和邻居等关系在网络中的比重。由于
情感网的本村人网络规模、强关系比例和工具网的本
村人网络规模、强关系比例显著相关（这主要是因为
部分村民两种网络有一些重合），为避免回归中共线
性问题，我们对这两个网络的本村人网络规模和强关
系比例进行了均值化处理，得到了关系网本村人规模
和关系网强关系比例这两个变量。关系网本村人规模
对应的是前面假设中的社区关系网络规模。干部网方
面由于衡量的是个人社会资本，对是不是本村人并不
关心，因此关注的是其总体规模与强关系比例（7），
而非本村人的规模，因为是强关系才容易动员干部网
内的资源。拜年网的测量使用的是位置生成法（posi-
tion generator），询问了村民春节期间有拜年往来的人
的相关情况。
　　此外，笔者还设计了一套量表用以测量村民的
“本村认同感”，并对这 22 道题目的得分进行了因子
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应的题目，将分析出的三个因子
分别命名为“社区归属感”“社区意识”和“邻里亲
密”，分别计算了每位村民的各因子得分，为了方便
起见，笔者在这里将第一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作为测量
社区认同感的指标。
3.　控制变量
　　为廓清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
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主要是村民个
人特征变量，分别是年龄、教育年限、家庭抚养系数
──家中人老人小孩所占比例、性别、是否党员、和
婚姻状况。一般而言，较弱势的群体较没有能力参加
集体合作的活动，并且我们认为党员身份有助于参加
政府组织的活动。
（三）模型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村民参与灾后恢复活动情
况”是分类变量，故不适用于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因
而笔者构造了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此种回归模型
首先是将因变量转换为一个事件发生 /不发生的概率
发生比，再来考察自变量对发生比的影响。
四、结果分析
（一）控制变量
　　国外有关中国社区参与的研究指出，无论是乡村
社区还是城市社区，居民收入、教育程度与社区参与
程度都呈正相关关系（Plummer & Taylor，2004b），
即个人的收入越高，受教育年数愈长，就越可能拥有
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丰富的社会资本，也更容易融入
周围的生活环境，因而对于社区活动也就会有较高程
度的参与（Halpern，2005 ：124-132）。但是本文的田
野观察与定量研究却揭示了些许不同的社会事实。从
社会经济背景看，受教育年数与“村民自组织的灾后
恢复活动”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符合一般理论预
期，但与“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不相关。
相反地，社会上较弱势的团体，包括女性、老年、家
中抚养人口多的，并不显著地拒绝参加自组织活动，
而其中女性与抚养系数高的村民则明显不愿参加政府
组织的活动。这可能原因是，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村
民越不是政府动员的对象，从政府动员三十到五十间
的男性较其他类属群体为多，可以窥见一般。但也可
能女姓及抚养系数高的弱势群体不把参与政府组织的
活动作为是一种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通道与机会，所
以较不接受动员。
（二）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影响
　　此外，不少研究者指出，社区成员对其所处社区
活动或组织的参与正是认同的实际行为呈现。社区认
同有助于社区成员之间情感连结的加强，更可以为社
区的集体行动提供动力，从而促进社区参与（Glynn, 
1981 ；Abbott, 1995 ；陈金贵，1992）。通过模型可以
发现，对村庄有较高认同感 /归属感的村民参与社区
自组织灾后重建活动的发生比更高，本模型在“本村
认同感”变量上的回归系数为 0.018，统计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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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验证了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1。而“本村认同感
/ 归属感”对于“政府组织的重建活动”并不显著。
（三）关系 /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影响
　　对于自组织的重建活动──“社区志愿性活动”，
模型在“关系网本村人规模”、“本村人信任程度”“关
系网络强关系”这三个变量上的回归中在统计上都不
正向显著，这说明村民在村庄内既有的社会网络对村
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重建活动并没有明显的积极支
持作用，本文提出的假设 2-1, 2-2 以及 3 并未得到支
持。但“关系网络强关系”对参与基层政府组织的重
建活动负向显著，这虽不在本文的理论假设之中，但
却值得注意。“关系网络强关系”反映的是村民社会
网络中的熟人（亲戚、邻居）关系所占的比重，即强
关系。密网（dense network）中信息的传播可能会有
放大、濡染的作用（Krackhardt，1993）。模型中显示
这些强关系对政府组织的重建活动产生的影响是消极
的，说明密网之间可能传播了一些关于此的负面信息。
（四）个体社会资本对灾后重建活动的影响
　　对于“自组织的重建活动”，本模型在“干部网
络强关系”变量上的回归系数为 -2.220，统计上显著。
即如果村民的干部关系网中较多是强关系，那么其志
愿性社区活动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村民的干部网络
对于村民参与志愿性社区活动（自组织）具有非常明
显的负面作用，所以假设 4-1 成立。而与此形成鲜明
表 1：变量描述统计表
变量名 变量类别 变量说明
均值或
百分比
标准差
因变量
村民参与灾后救
援或恢复活动的
情况
定类变量 0＝未参加， 57.2% —
1 ＝参加由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救援或
恢复活动
13.3%
2 ＝参加由村民自组织的救援或重建活
动
24.4%
3 ＝两类都参加 5.2%
控制变量
性别 定类变量 0＝女，1＝男 0.570 0.496
年龄 定距变量 49.760 13.047
是否党员 定类变量 0＝非党员，1＝党员 0.068 0.252
教育年限 定距变量 5.114 3.926
婚姻状况 定类变量 0＝未婚，1＝已婚或离异或丧偶 0.943 0.233
家庭抚养系数 定距变量 老人和儿童在家庭成员中所占比例，
0-1，“1”为全部是老人和儿童
0.273 0.332
认知型社会资本
社区归属感 定距变量 对本村的认同程度 /归属感 45.887 19.614
关系型社会资本
　关系网本村人规
模
定距变量 工具网、情感网中本村人关系总数的
均值
1.692 1.186
本村人信任程度 定距变量 分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
根本不信任，分别从 4到 1 进行赋值
3.246 0.556
结构型社会资本
关系网强关系 定距变量 “亲戚、邻居”在工具网、情感网总
规模中所占比例的均值，0-1，“1”为
网络成员全部是亲戚和邻居
0.828 0.251
个人社会资本
干部网规模 定距变量 干部网中网络成员的数量 2.588 1.450
干部网络强关系 定距变量 “亲戚、朋友”在干部网中所占的比
例，0-1，“1”为网络成员全部是亲友
0.060 0.189
拜年网规模 定距变量 拜年网中网络成员的数量 24.387 1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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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干部网规模”对于村民参与政府组织的灾后
恢复活动却具有正面作用，回归系数为 0.315，统计
上显著。假设 4-2 也被数据验证。可见“干部网”在
村民参与社区自组织灾后重建活动和政府组织的活动
上有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拜年网规模来说，其对自组
织重建活动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支持了假设 4-3。
但好的拜年网内的个人社会资本却对基层政府组织活
动没影响，假设 4-4 不成立。
五、讨论
　　对于灾后恢复活动这一重大的社区公共事项，基
层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所动员的社区成
员同村民自组织所动员的社区成员在社会特征上有很
大差异性。以往的研究通常是一般性地讨论社区居民
社会特征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没有将基层政府的动员
因素纳入进来。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干部网络的影响
确实显著，一个干部网中强关系的比例高的人，也就
是有较多亲戚朋友是干部者，可能更容易取得更多的
资源解决自身的问题，而较不倾向参与自发的互助性
集体行动。数据分析还显示，干部网的规模对于村民
参与“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具有正面作用，这
说明村民与基层政府有较多关系者可以被动员参加政
府组织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不
同的是，干部网强关系对政府组织的活动的影响并不
显著。可能是他们有足够的亲戚邻居帮助动员干部网
中的资源，所以不太需要参加基层政府，主要是村委，
组织的活动，以拉近和村干部的关系，因此可能不接
受动员。
　　在情感网及工具网上，似乎是关系网络的强关系
对动员村民参加自组织无显着影响，不如理论预期，
但对参加基层政府组织的活动却有着负面的影响，可
见乡村中是亲朋这类强关系的动员力量还是很重要
的。但是这个变量对自组织活动就没有显著影响。配
合了另外一个现象──很少人人同时参与政府组织的
与自组织的救灾重建活动（5.20%），我们怀疑，政府
组织和社区自组织动员着两个不同的关系网，而这两
表 2：社会资本及其他变量对“村民参与灾后救援或恢复活动”影响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政府组织 自组织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控制变量
性别（女性） -1.098*** 0.340 -0.240 0.243
年龄 -0.017 0.016 -0.016 0.012
党员身份（非党员） -0.063 0.561 0.432 0.514
教育年限 0.041 0.046 0.078** 0.036
婚姻状况（未婚） 0.009 0.604 -0.930 0.613
家庭抚养系数 -1.813*** 0.642 -0.548 0.441
认知型社会资本
社区归属感 0.010 0.008 0.018*** 0.006
关系型社会资本
关系网本村人规模 -0.013 0.127 -0.197 0.104
本村人信任程度 -0.150 0.270 -0.191 0.211
结构型社会资本
关系网强关系 -1.267** 0.546 -0.331 0.472
个人社会资本
干部网规模 0.315*** 0.114 0.199 0.084
干部网络强关系 -0.971 0.775 -2.220*** 0.811
拜年网规模 -0.008 0.009 0.012** 0.006
Intercept 0.411 1.442 -0.930 1.128
Chi Square 110.952***
- 2 Log likelihood 199.053
N 493
注：1. 单尾检定，*: p< .05 ; **: p <.025; *** :p <.01。
2. 社会网络及其它变量对村民参与灾后救援或恢复活动的影响（以“未参加”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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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人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分隔的。换言之，和基层政府
（干部）熟识的一群人与社区内的乡里乡亲关系并不
密切，因此得到一个假设，村中居民因为基层政府权
力的介入已分裂为两个群体。这是将来值得研究的议
题，本文的资料并不足以验证此假设。另一个可能的
原因是，深深嵌入在村中关系网密网内的人，往往不
是那些能在外面打工，认识较多外面关系的人，也就
是相对弱势的群体，所以他们虽深深嵌入在社区中，
却较无能力参加社区自组织活动。相反的，他们却不
是政府要动员的对向，所以对参加政府组织活动负向
影响。
　　在社区认同上，本文也得到了显著的结果，与理
论预期相同。综上所述，基层政府与村民自组织的动
员网络有较大的区隔，甚至可以怀疑在各自主导的重
建活动上是互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基层政府
的确在灾后恢复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也往往
会对村庄自身的自组织力量产生负面影响。一些西方
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自主治理顺利运作的条件包括
“社群的成员必须维持一种自力更生的态度，公共官
员必须满足于在一个具有多个权威和交叠管辖单位的
多中心体制中运作”，“公共官员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
其所控制的各种资源的范围”则是自治可持续性的威
胁（麦金尼斯和奥斯特罗姆，2003）。这些分析结果
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对灾后恢复过程
影响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基层政府在灾后
恢复和村庄发展中的作用与自身定位。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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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913016）资助。［This study is found by Tsinghua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041913016）］。
（2）　　自组织是一群人基于自愿的原则主动地结合在一起，
它有以下的特性：（1）一群人基于关系与信任而自愿地结
合在一起。（2）结合的群体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3）为
了管理集体行动而自定规则、自我管理。与自组织的概念
相对的概念是他组织。他组织是指由一个权力主体指定一
群人组织起来，以完成一项被赋予的任务。（罗家德，2010）
（3）　　调查中询问的村民参与的“重建活动”是指具有社区
性、公共性和互助性的重建活动，如救援、巡逻、邻里互助、
清理废墟、修建公共设施等。
（4）　　昆兰特里（Quarantelli）将灾难迷思归为三类，第一类
称为“灾民恐慌”迷思（panic image），即认为灾民在灾难
之中将会出现无组织的逃离行为，会因潜在的危险而歇斯
底里。救灾单位基于这样的预设，往往会限制灾害相关信
息的发布与传播，以避免民众恐慌，造成不必要社会的混乱。
事实上，“灾民恐慌”常常是短时现象，灾民在灾难之前的
社会角色（social roles）依然持续发挥着作用，慌乱也因此
而平复。第二类称为“灾民依赖”迷思（dependence im-
age），即认为灾民只会被动地等待救援。此迷思来源于认为
受到灾难冲击的民众必然会产生灾难症候群（disaster syn-
dromes），可是研究显示灾难症候群也只是暂时现象，大多
数灾民都会积极主动地进行灾后恢复活动。第三类称为“控
制大局”迷思（control image），这类迷思是基于前两者之上，
也就是由于灾民的恐慌行为与被动等待，所以只能依赖国
家才能控制与应对灾难的不良后果，而国家也总是能找到
方法与手段，实现它所预设灾后恢复的目标，这项迷思预
设灾前的社区认同与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会因为灾难
瓦解。
（5）　　Gittell 与 Vidal (1998: 15-20) 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两种类
型，一是“内聚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另一
是“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这两种类型
的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参与各有不同的意涵和效用，内聚型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亲戚或好朋友之间的关系，
大多为熟人关系，它有助于增强较小范围的社区参与；桥
接型社会资本则是指与较疏远的朋友或同侪之间的关系，
能够连结外部资源并促进信息的流动。广泛的社区参与就
是要使“桥接型社会资本”增多，使信任不局限于亲密团
体之内。
（6）　　什邡市、绵竹市以及本文田野调查地茂县同为国务院
公布的汶川地震十大极重灾区。
（7）　　干部网强关系比例的计算与关系网强关系比例略有不
同，计算的是亲戚、朋友在干部网总规模所占的比例，而
不强调邻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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